
超越 “东西” 之分：

中国司法需求的空间演变与类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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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追求空间正义的过程中，传统上简单笼统的 “东西”之分无法充分反映司法需求区域差异，不利

于司法资源合理配置。对此，司法需求的空间类型化有必要从描述图景深入到解释成因的层次。地理空间视角

下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司法需求的 “东西分异”格局在空间演变上呈潜在弱化趋势。司法需求不仅具有空间

依赖性，而且在成因方面还存在空间异质性。司法需求受人口密度、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政府

治理、法律服务可得性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但它们的影响作用在地区维度上并非一致。据此，通过客观分

类和组内外比较的方式，识别主导因素，从而将中国司法需求划分为社会—经济—教育主导、法律—社会主

导、政府—教育主导、多元弱主导等 ４种全新空间类型。这种类型化尝试可为精准动态地改善地区司法供需平
衡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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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合理分配区域间社会资源和机会、满足不同地域群体的基本需求是空间正义的重要内涵。① 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无疑体现

了空间正义是党和国家竭力追求的重大战略目标。② 但是，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能否落到实处，人民能否充分享

受发展红利，离不开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司法运行的公正。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看，这就要求全国各地的司法能

力处于基本一致的较高水平，达到同等的法治效果。在此意义上，除物质上的共同富裕外，司法需求的平等

满足也属于空间正义的应然范畴。

关于司法需求和资源的地域认知，理论和实务界的话语经常含有一种 “东西”之分的二元区域观。从官

方和实务角度看，自 ２００６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常指出一些东部地区法院办案压力大而西部地区
司法资源较为匮乏，并且近年来出现一些要求 “东西部合作”“东部帮扶西部”的司法政策，上述内容都较

为明显地体现司法供需存在东西差异或者东西部应区别对待的内在经验假设。③ 类似看法在学术研究中亦有不

９９

①

②

③

参见曹现强、张福磊：《空间正义：形成、内涵及意义》，《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１１年第 ４期。
参见靳文辉：《空间正义实现的公共规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 ９期。
例如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法发 〔２０２１〕３２号）。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０１ Ｊａｎ ２０２５

少。范愉较早地认为，我国东西部基层司法需求和样态差异较大，小额诉讼的制度构建应注重地区差异，以

此提高司法资源配置效率。① 江必新对司法供需的区域特征作了典型的概括，即 “中国西部地区法院案少人

多，办案效率不成问题，但案件质量可能是突出问题；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法院案多人少，案件质量虽比较

高，但办案效率问题却比较突出”②。

然而，“东西”二元观下的司法需求刻画很多时候就止步于此了。对于具体空间分布情况，不仅官方表

达语焉不详，学界更是一筹莫展。既有研究关注制度层面群体需求内容多样化的满足，而非解释地区维度上

的差异。③ 地方案件量数据的获取困难也在客观上限制了相关空间研究的开展。退一步讲，即便详情公开，简

单的东西划分也未必能真正有效地解决司法供需不平衡问题。一者，这种二分法只是对需求分布表象的描述，

颗粒度过粗，若依此施政，难免出现治标不治本的结果。二者，这也容易使人下意识地把经济发展视为造成

司法需求地区差异的唯一因素，从而导致政策制定者无法全面认识司法需求的形成机制，难以从追求长远效

益的角度科学合理分配资源。因此，探索司法需求的空间类型要超越 “东西”之分，从描述图景深入到解释

成因的层次。

通常认为，司法需求与法院诉讼直接挂钩，主要反映于人们选择诉讼作为纠纷解决途径的多寡④，所以

理论落脚点便在于解释人们为何诉讼这一基本问题。对此，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领域已经形成较为丰硕的知

识积累。但是，人类社会无法摆脱空间而独立存在，传统研究追求从社会—国家维度寻找普遍性的规律解释，

却鲜有考虑地理维度和空间效应，不足以回答中国广袤疆域下显著的地区差异问题。一方面，根据地理学第

一定律，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距离越近则联系越紧密。⑤ 以普遍性解释为导向的理论虽然可以从全局视

角揭示某些因素影响司法需求，进而推论相关地区差异由其所致，但这仅仅是把 “地区”当成了独立的 “个

体”，忽视了地理空间本身的特性和关系可能对诉讼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潜在的地理学第二定律，空

间异质性意味着统计学上地理变量的方差不可控。⑥ 换言之，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中，司法需求的影响因素

及其效力可能并不一致。因此，至少在司法需求问题上，空间效应是当前法律与社会科学交叉领域的主流理

论所无法回答的，而且也是常用回归分析方法所无法识别的。空间维度的纳入将有助于在整合现有理论基础

上发展出更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证策略。

综上，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地理空间视角归纳和解释中国司法需求的变化特性。本文将基于最新收

集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莫兰指数 Ｉ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空间统计方法，探究中国司法需求的空间演变格
局，综合检验影响因素及其效应差异，最后借助 Ｋ均值聚类分析，重点基于特定主导因素来识别空间类型，
以期为 “提质增效”的相关司法改革提供合理有效的经验参考。

二、理论分析

（一）司法需求的概念界定

严格来说，司法需求是个相对特定化的概念，在不同社会政治语境中具有不同含义。⑦ 这是因为司法和

需求本身拥有多重内涵。在分权政治结构的西方现代国家中，司法等同于审判，即国家适用法律解决争议纠

纷的专门活动，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对行政权和立法权形成制衡。⑧ 相较之下，中国的制度实践实际上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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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司法概念的外延。受政法传统影响，官方文本中大致形成了两种主要的司法观：审判加检察的 “二元司法

观”和不限于审判和检察的 “大司法观”。① 此外，中国法院的司法工作也不仅限于诉讼案件，还包括处理非

诉案件、强制执行生效判决、出具司法建议、公民普法教育、参与基层治理等审判业务之外的活动。然而，

若抛开政治因素，法官兼听两造、居中裁判的审判活动始终是古今中外 “司法”概念赖以存在的根基，所以

法学界才较为普遍地缩限概念，将司法特指审判活动，用之于分析法院和法官制度。② 本文同样持这一理解。

“司法”有大小之分，司法的 “需求”更有内外之别。在还原主义立场下，司法是一种实在的公共产品，

“以适应或满足社会需求为基本甚至唯一的向度”③。受理案件、裁决争议是法院提供的一种服务或商品，而

纠纷当事人则是直接的 “消费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需求可表述为当争议发生时愿意且有能力购买司

法机构审判服务的明确欲求，亦可称作浅表的司法需求。审判功能的客观实现即是对需求的满足，而不论动

机为何。同时，“愿意且有能力”的条件表明，司法需求是主观认同和客观能力的统一。④ “消费者”不仅要

主观认为法院审判比隐忍、和解、调解等其他纠纷解决途径更公正、有效，而且也要有足够的财力和精力负

担诉讼成本。因此，司法需求还蕴含了社会对法院工作表现的良好期待，例如要求司法可及、公平、高效、

亲民、权威等。⑤ 虽然从微观角度看法院工作表现与民众诉讼决策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但作出起诉决策

本身就意味着对法院工作表现的事前认可，两者关系在宏观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均衡，因而可以把诉讼多寡

看作衡量浅表需求的最低标准。⑥

此外，人们采取司法手段的背后往往暗藏各种动机，因人而异，属于深层的司法需求。按照与案件的相

关程度，这些动机一般可分为案内和案外两类。案内动机是指纠纷当事人想要终结纠纷，得到应有的权利或

补偿，就事论事。案外动机则是把诉讼 “工具化”或 “武器化”。⑦ 对于这些人而言，诉讼只是达成其他目的

的手段，比如出于经济或政治目的而利用司法打压商业竞争对手、逼迫他人达成某种妥协、影响他人声誉等，

又或仅仅出于道德和情感需求，想借司法来 “讨回公道”“出口气”等。深层需求只是浅表需求的内在动因，

具有强烈的个殊性，且以浅表需求的满足为前置达成条件，所以并不容易被发现。

根据上述辨析，本文对司法需求的概念界定将聚焦于司法的核心功能与需求的外在表现，这既符合一般

理解，也兼具可操作性。简而言之，本文中司法需求是指社会主体在争议发生时愿意寻求且有能力负担法院

裁判服务的明确欲求。同时参考现有文献⑧，法院诉讼案件量可以在实证研究中充当司法需求的恰当代理

变量。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从社会或民事的角度解读司法需求。不可否认，司法需求因案件性质和参

与主体的差异可能在生成逻辑上有所不同。例如，刑事方面的需求偏重为打击犯罪行为而产生的国家需要，

行政方面的需求偏重抵御政府行政违法行为的个体需要，以及民事方面的需求偏重平等主体为解决争议纠纷

所形成的社会需要。其中，社会取向的需求识别具有更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一，理论上民事司法需求有

较强的社会能动性，相比于刑事和行政上的需求，不受政治结构的内部约束，更能有效展现供需意义上的

“国家—社会”互动关系。而且从理论的解释力看，犯罪和行政违法行为都属于广义的社会冲突，所以在理

解冲突形成方面，民事司法需求的形成机制与其他两者存在一定共通性，解释前者亦是帮助理解后者。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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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取向更能反映现实情况。根据 《中国法律年鉴》的一审收案量数据，１９９７—２０２０年民事案件是司法需求
的主要构成部分，占比始终维持在 ８４％以上，远高于刑事和行政案件。

（二）司法需求上的空间效应

本文在概念上将空间视作一种物理意义上的地理空间。根据现代地理学的基本认知，对地理空间最简洁

的理解是一块地表区域。从垂直视角看，一块具有范围大小的地表区域是自然事物存在以及人类生活、生产

活动中社会事物及其关系产生的 “场地”。这些地理空间内的事物及其关系在集团层面构成了空间内的地理

要素或者说属性。从水平视角看，一块地表区域还可以切分为多个大小不同的连续区域，这些区域之间的距

离和相对位置影响了人类本身的流动和相互依存，以及人类所创造的知识、习惯、文化、经济和政治等社会

事物的传递、接收和互动，从而出现了人类社会现象在地表上的种种模式。① 在此意义上，地理空间具有距

离、相对位置、可接近性、集聚性、规模大小等基本特性。其中，距离最为根本，不仅可以丈量和描述区域

边界的长度、区域的相对位置以及不同区域的关联程度，而且本身还能对人类行为产生影响，例如人为了减

少因距离产生的沟通和生存成本，会聚集在一起生活。② 在上述地理空间概念下，作为研究对象的某种社会事

物，其所在地理空间的基本特性、该事物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事物在空间中不同的位置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空

间关系对事物变化产生的影响，即为地理分析中的空间效应。③ 简言之，本文的空间效应旨在揭示地理空间及

其关系对人类社会事务及其关系的塑造和调整作用。④

这种效应可分为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两个基本方面。前者体现在关于事物距离越近、空间关联度越

高的地理学第一定律中，又称为邻近效应；后者指受空间单元大小和形状的影响，相同事物或地理要素在空

间单元内的分布和关系结构存在差异性，从而导致事物表现结果的不一致。⑤ 在实际意义上，空间异质性更加

强调事物发展过程的空间差异，或者说成因机制的不平稳性，有助于在参数估计中得出更可靠的结论，而空

间依赖性则更加注重邻近事物的特征及形成过程在空间上的相似性，有利于识别有价值的空间分布模式。⑥

司法需求是一种人类社会活动的表现，毫不例外地具有空间依赖性。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百里

而异习，千里而殊俗”⑦。由于邻近地区的人口流动频繁，社会经济交往紧密，跨域纠纷及相关诉讼在它们之

间往往比相距遥远的地区之间更加常见，所以邻近地区更可能出现诸多相同类型的司法需求。例如，随着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不断推进，在地缘相亲的沪苏浙皖之间，跨域纠纷案件越来越多。据报道，２０２１年仅
安徽法院审结的涉及江浙沪企业的民商事案件就达 １ ５万余件，并呈增长趋势。⑧ 另外，距离越近的地区往往
在自然禀赋、经济状况、文化习俗等方面越相近，面临的社会问题和民众诉讼意识也越可能相近，因而司法

需求有趋同倾向。一项关于人民法庭空间配置的研究指出，东、中、西部在人口密度、地形河流、经济发展

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人民法庭的需求也有所不同，所以人民法庭的数量和管辖范围应该在三大区域分别进

行动态调整。⑨ 暂且不论准确与否，这种惯常的经验划分模式至少从内在逻辑反映出：空间距离越接近，相关

地区在司法需求表现上越容易出现聚拢态势和邻近效应。

不仅如此，司法需求的形成还具有空间异质性。这一判断可从法律地理学中得到理论支持。作为人文地

理学和社会理论空间转向在法学研究上的延伸，法律地理学的基本立场是法律活动需要情景。瑏瑠 例如，法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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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 “东西”之分：中国司法需求的空间演变与类型化

护存在城乡差异①，法律诉求在贫富地区截然有别②，以及规范层面具有同质性的司法行为在特定空间环境中

的实际表现也往往大相径庭。③ 这说明基于地理空间形成的社会属性及其结构因位置、大小、形态等物理特性

差异而有所不同，所以法律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也存在空间差异。本质上这不是现代法律地理学才有的

观点。早在 １８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便在 《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地理环境对于国家政体

和法律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④ 因此，作为与法律现象密切相关的事物，假设司法需求的形成机制具有空间

异质性是较为合理的。

空间异质性假设与传统研究中有关司法需求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并不互斥。当存在多个地区的情况下，

前者可视为对后者的补充或修正。既有相关解释理论普遍潜在假设司法需求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在全部

地区是一致和固定的。相反，空间异质性假设则认为这种关系随地区的位置及相互间距离而变化。⑤ 某个因素

与司法需求在一个地区呈强正相关，而在另一地方就可能是弱正相关、负相关或无相关。只有将空间异质性

与既有解释理论相结合，才能真正理解区域差异的原因。因此，传统理论成果依然能够成为本文的理论分析

基础，只是最终要在每个地区及它们所组成的更大空间范围内得到检验和解释。以下将梳理影响司法需求的

可能因素及其作用。

（三）司法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

由前述概念界定可知，“冲突—诉讼”构成了司法需求的基本生成逻辑，即司法需求以矛盾冲突为核心

前提，以司法权的介入为发生条件。换言之，司法需求相当于纠纷量和诉讼意愿的乘积。因此，理论上制造

纠纷或影响诉讼意愿的因素都可以解释司法需求。这些因素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自下而上、基层主导的

因素，二是自上而下、国家驱动的因素。⑥

基层主导的因素是社会基层内部自发形成的一类因素，能够通过改变生存方式、塑造社会关系来直接、

横向、弥散地影响社会个体在冲突产生和诉讼选择上的行为表现，包括人口密度、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

教育水平等。以下阐述这些具体因素及其作用方式。

第一，纠纷产生于人与人的相处过程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决定了社会的潜在纠纷基数。⑦ 人口的

增长和聚集导致人际交往规模扩大，产生的纠纷数量随之变多，而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的争议也会变得更多。

因此，人口因素，尤其是人口密度无疑将对司法需求产生最基本、最直接的拉动效应。⑧

第二，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推动社会交往模式的转变。一方面，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聚集，生活和生产

关系日益复杂化，引发更多矛盾和纠纷。另一方面，传统的 “熟人社会”转向 “陌生人社会”。维持人际关

系的亲属和道德纽带出现断裂，人们开始以理性平等观念看待人际关系，相处方式也从集体主义向个人自由

主义过渡。此时，纠纷当事人因缺少强烈的人情关系约束和第三方主动干预机制，更倾向于使用正式诉讼途

径解决纠纷。⑨ 因此，城市化可能对于司法需求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第三，经济发展对于司法需求的影响由两方面构成。经济发展既影响规范不确定性的程度，又调整诉讼

的相对效益，进而作用于司法需求。具体而言，在现代化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生产模式向

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生产模式转变，新兴的生产方式和关系不仅产生更多纠纷，还带来新的社会问题。但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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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初期，原有社会规范又难以解决这些新问题，规范不确定性加重，民众谋求法院解决新型纠纷、确立新

规范的需求增多。① 当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后，与之相适用的规范逐步确立，法律的理性化和复杂化降低了纠

纷当事人想要解决真正 “法律问题”的司法需求，司法活动出现 “常规管理”的趋势，经济发展对司法需求

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② 此外，经济发展能够增加社会财富和改善个人生活水平，从而改变诉讼的相对成本和

收益，影响个体诉讼选择与需求。③ 一方面，纠纷当事人更有能力负担诉讼成本，倾向于司法解决途径；另一

方面，随着社会平均财富持续增长，诉讼的机会成本变高，小额纠纷的诉讼价值减少，司法需求也可能相应

降低。④ 概言之，正负相关关系皆可能出现于经济发展与司法需求的关系中。

第四，民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能力与所受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尤其在中国，法律与道德培养是国民教育

体系的基础环节。一个群体的教育水平越高意味着他们的法治理解更清晰、司法认同度更高、权利保护意识

更强烈，当遇到纠纷时更倾向司法介入。同时，高教育水平群体相比于低教育水平群体不仅拥有更多法律知

识，而且在学习和理解法律规则和程序以及处理复杂信息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对于这部分人而言，由于更

有可能在诉讼中占据优势，所以相对诉讼成本较小，诉讼意愿更高。⑤ 但除具有促进作用外，教育因素也可能

发挥抑制功能。法律意识的培养不仅包括权利观念，也包括守法和义务观念，所以社会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

高，可能促使更多遵守规则的行为，减少矛盾冲突，降低司法需求。⑥ 因此，教育对于司法需求的正反两种作

用都有可能存在。

相对地，国家驱动的因素即国家创制并外加于社会的一类因素，通过命令、授权等调节社会关系的手段

来间接、纵向、聚焦地干预社会个体在冲突产生和诉讼选择上的行为路线，如政府治理等。

其中，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治理作用不可忽视。当前的社会治理工作经常主张学习 “枫桥经验”，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⑦ 这实质上是要求政府提升管理主动性，增强对基层社会生活的信息收集，与法院、社会

组织、行业组织相合作，在矛盾出现时及时介入，多元、有效地从源头上解决民生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减

少诉讼案件。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治理能力的改善具有抑制司法需求的作用。政府治理能力是一个包含结构

性要素的综合概念⑧，但能力的发挥必须依赖于资源这一基本要素。⑨ 而政府规模越大意味着更充沛的人力资

源储备瑏瑠，因此，政府规模将作为政府治理能力的代理变量，或许与司法需求呈负相关关系。

此外，统一性的法律必须通过司法实践才能表现出真实效力。在此意义上，律师职业深入日常法律实践，

法律服务可得性能在较大程度上代表现实法制化水平。瑏瑡 具体而言，法律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经常迫使纠纷当事

人寻求律师出谋划策，以此理性判断诉讼利弊，决定有无走向法庭之需要，从而规避一些不必要的诉讼。但

有时，尤其是在律师业饱和、竞争激烈的时候，法律服务可得性的大幅提高也会增加司法需求。瑏瑢 这是因为律

师为获取案源，可能给予当事人更高的、不恰当的诉讼预期。由此，本文认为法律服务可得性在理论上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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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 “东西”之分：中国司法需求的空间演变与类型化

法需求既可能呈正相关，也可能呈负相关。

综上，本文从地理角度假设空间效应存在于以法院审判为对象的司法需求及其成因之上。为检验该假设

并从中得出有意义的空间类型，后续实证分析将聚焦于三个具体的子问题：第一，中国司法需求呈何种空间

分布特征，是否具有空间依赖性？第二，国家驱动和基层主导的因素的影响作用是否具有空间异质性？第三，

回答前述问题所得出的解释性分析结果可以重构怎样的司法需求空间类型，从而更有效地帮助解决司法供需

的空间不平衡问题？

三、数据来源、变量设置和识别策略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诉讼案件量数据主要来自 １９９７—２０２０年全国 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年鉴。不同于
省级统计年鉴的格式化数据，省级年鉴一般由各省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专业机构以文本形式编纂出版。

年鉴中 “法院”或 “审判”等章节普遍记载了由法院提供的诉讼案件量数据。因此，我们对所有省级年鉴中

相关文字资料进行了周详严谨的人工整理。同时还尽可能收集其他含有案件量数据的一切资料，包括各省区

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高级人民法院网站公开的司法统计数据、省级统计年鉴以及地方志。从中提取数

据后，对省级年鉴数据加以核验、修正和补充，以此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度，并在此基础上，针对研究

期内少量数据缺失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填补，最终形成结构化案件量数据 ７４４条。
其余变量的数据来源较为多样。具体而言，人均实际 ＧＤＰ、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数、城镇化率、人均受

教育年限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民政部全国行政区划查询平台中相关

数据的计算所得；机关单位就业人数来自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执业律师人数来自 《中国律师年鉴》和省

级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由此，本文构建了 １９９７—２０２０年中国省级司法需求的平衡面板数据。数据与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参见表 １。

表 １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每平方公里一审结案量 （件） ３ ８１６ ９ ７０４ ０ ００２ ９０ ３６５ ７４４
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数 （万人） ０ ０４１ ０ ０６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３９２ ７４４
城镇化率 （％） ５０ ０９３ １６ ５９０ １８ ２３１ ９７ ５７６ ７４４
人均实际 ＧＤＰ （元） ２２４３３ ８６２ １９２５９ ２４７ ２１１９ ７５４ １２１０５２ ６１１ ７４４
人均受教育年限 （年） ８ ２９１ １ ３５６ ２ ９４８ １２ ７８２ ７４４
机关单位就业人数比 （％） １ １２９ ０ ４８０ ０ ５６４ ４ ３２４ ７４４
每万人律师人数 （人） １ ７８１ ２ ００８ ０ １７３ １７ ０６１ ７４４

（二）变量设置

据上文所述，诉讼案件量是司法需求的合适代理变量，故本文选择每平方公里一审结案量来衡量司法需

求，作为具体的被解释变量。需要说明的是，一审程序是法院初次针对某个争议启动的诉讼程序，所以相当

于司法需求的首次直接表达。另外，虽然理论上收案量更贴切，但目前存在数据应用困难。收案量统计口径

并不连贯一致，在不同年份或省份的年鉴中，在是否含上年旧存案件量上存在差异。相比之下，结案量这一

指标在所有年鉴中统计口径保持一致，包含了新收和旧存案件。关键是在中国严格的审限制度下，一审的结

案量几乎等同于收案量，所以也能较好地反映司法需求。最后，为实现区域横向比较，变量采用相对数形式。

关于解释因素的测量，变量设置如下。第一，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数代表人口密度。第二，城镇化率，

即城镇户籍人口占地区人口的百分比，代表城市化进程。第三，以 １９９５年为基年的实际 ＧＤＰ 除以常住人口
数，得出人均实际 ＧＤＰ 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第四，人均受教育年限是测量受教育水平的指标，计算方式为
各教育阶段人数乘以相应教育年限，求和后除以 ６岁以上常住人口数。第五，机关单位就业人数比，即机关
单位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用于从政府规模角度测量政府治理能力。① 第六，法律服务可得性由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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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翔、黄钦：《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地方路径：基于 “资源—压力”模型》，《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２３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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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常住人口中的专职律师人数来衡量。①

（三）识别策略

在分析方法和识别策略上，本文首先采用莫兰指数 Ｉ来探索空间自相关问题，以发现空间依赖性及邻近
效应；其次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纳入空间尺度因素，与一般线性回归模型的解释力进行比较，揭示

空间异质性及其方法论意义，并得出更有效的参数估计；最后基于解释因素在各地区的参数估计结果，利用

Ｋ均值聚类分析方法，识别出若干类空间类型，并根据主导因素进行解读。具体研究方法说明如下。
１ 莫兰指数 Ｉ。

莫兰指数 Ｉ （Ｍｏｒａｎｓ Ｉ）是全局空间自相关的常见度量指标。② 空间自相关意指区域与区域之间在某些属
性值 （空间内代表某种自然或人类社会现象的变量值）上具有关联性，且关联程度因距离关系呈 “远小近

大”的特征。③ 换言之，某个区域属性值具有空间自相关，即存在空间依赖性及邻近效应；反之，则无空间

依赖性。空间自相关检验通常是进行空间异质性统计分析的前置环节。在具体检验上，莫兰指数 Ｉ的取值范
围为－１～１，当该指数大于 ０时，说明司法需求具有空间正相关，表明需求水平一致的地区呈聚集态势；当指
数小于 ０时，司法需求具有空间负相关，表明需求水平相反的地区呈聚集态势，或者说水平一致的地区呈离
散态势；当指数等于 ０时，则司法需求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无采用空间统计模型之必要。④ 该指数计算公式
如下。

Ｉ ＝
∑ ｎ

ｉ ＝ １∑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ｘｉ － 珋ｘC o ｘｊ － 珋ｘC o

Ｓ２∑ ｎ

ｉ ＝ １∑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１）

式中，ｘｉ 和 ｘｊ 分别表示第 ｉ个和第 ｊ个区域单元的司法需求，ｎ代表区域单元总数，珋ｘ和 Ｓ
２ 分别表示所有

区域单元司法需求的均值和方差，Ｗｉｊ 为基于邻接边拐角空间关系概念化的空间权重矩阵。
２ 时空地理加权回归。

一般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作为传统研究相关性的统计模型，持空间独立性假设，假定变量关系在全局空
间保持一致，因而无法识别地理位置差异导致的局部特性差异，参数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受限。⑤ 对此，地理加

权回归改进了 ＯＬＳ模型，考虑到了空间异质性，允许变量关系的参数估计基于空间特性形成独立结果。然而，
除了空间异质性外，司法需求还可能受到时间变动上的复杂影响，诉讼案件的形成会受到特定时间的外生事

件冲击，比如法律制度改革等。因此，时空地理加权回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ＴＷＲ）增加了对时间异质性的考量，把参数估计的时间不平稳性纳入经典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从而可以更
有力、准确地揭示司法需求影响因素系数的时空动态特征，帮助得出更好的解释理论。⑥ 公式表达如下。

Ｙｉ ＝ β ０ ｕｉ，ｖｉ，ｔｉC o ＋∑
ｋ
β ｋ ｕｉ，ｖｉ，ｔｉC o Ｘｉｋ ＋ε ｉ （２）

式中，ｉ代表不同时空下的区域单元，Ｙｉ 指不同时空下区域单元的司法需求；（ｕｉ，ｖｉ，ｔｉ）为第 ｉ个区域单元
的时空坐标；ｕｉ、ｖｉ、ｔｉ 分别代表特定单元的重心经度、纬度和所处的时间；Ｘｉｋ 为第 ｋ个解释变量在区域单元
（ｕｉ，ｖｉ，ｔｉ）上的观测值；βｋ（ｕｉ，ｖｉ，ｔｉ）为解释变量系数；β０（ｕｉ，ｖｉ，ｔｉ）为常数项；εｉ 为独立随机分布的误差项。

３ Ｋ均值聚类分析。

司法需求受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简单地以经济地理特征划分并不能充分体现影响机制的实际空间差异，

而人工分类又具有主观性和臆断性。因此，本文运用 Ｋ均值聚类算法 （Ｋｍｅａｎ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客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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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程金华、李学尧：《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中的中国律师职业》，《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 ７期。
Ｓｅｅ Ｐ Ａ Ｐ Ｍｏｒａｎ牞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牞 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ｋａ牞 Ｖｏｌ ３７牞 Ｎｏ １ ＆ ２牞 １９５０牞 ｐｐ １７－２３
参见单勇：《犯罪热点成因：基于空间相关性的解释》，《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 ２期。
参见王元超：《中国代际流动的地区差异与形成机制———基于空间分析技术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
参见王少剑、高爽等：《基于 ＧＷＲ模型的中国城市雾霾污染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地理研究》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
Ｓｅｅ Ｂ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牞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ｕｓｅ Ｐｒｉｃｅｓ牞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牞 Ｖｏｌ ２４牞 Ｎｏ ３牞 ２０１０牞 ｐｐ ３８３－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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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空间聚类结构并探究其主导因素，从解释性层面实现更精确的空间类型化。该模型是通过迭代的方法找到

ｋ个簇 （ｃｌｕｓｔｅｒ），使得簇中各数据点到类中心的距离平方和最小。① 算法步骤可简述为，先明确所需寻找的 ｋ
个簇数，在数据集中随机选取 ｋ个数据点作为初始类中心，按距离最近原则将其余数据分别归入相应簇，计
算各簇内所有对象的均值，以此作为新的类中心进行重新分类，之后按相同方法重复调整类中心和分类直至

结果收敛。公式表达如下。

Ｊ Ｃ，μC o ＝ ∑
ｋ

ｊ ＝ １
∑
ｘｉ∈Ｃｊ

ｘｉ －μＣｊ
２ （３）

式中，Ｊ（Ｃ，μ）为各数据点到其对应类中心的距离平方和；Ｃｊ 为第 ｊ个簇；ｘｉ 为第 ｊ簇的数据点；μＣｊ 为第

ｊ个簇的类中心；ｋ为聚类数。

四、实证结果

（一）空间演变特征和空间自相关分析

本文根据五分位数对全样本的每平方公里一审结案量进行划分，把样本归入高值区、次高值区、中值区、

次低值区和低值区等 ５个类别，同时出于简明考虑，时间上按等分标准选取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２０年的相关
数据予以展示。由此，表 ２揭示了中国司法需求由 “东部聚集”向 “中西部扩散”演变的空间分布动态特

征。具体而言，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东、浙江等东部省市长期位于高值区或次高值
区，司法需求处于全国较高水平，东部聚集趋势明显。其中，上海的数值最高，从 １７ ８７８件 ／平方公里增至
３７ ２０６件 ／平方公里，增幅达 １０８ １１１％。相比之下，湖北、湖南、四川等中西部地区则在这段时间出现了一
定程度的下降，一审结案量分别从 １ ７８３ 件 ／平方公里、１ ５１２ 件 ／平方公里、０ ６２６ 件 ／平方公里降至 ０ ８８８
件 ／平方公里、０ ７７７件 ／平方公里、０ ５２５件 ／平方公里。至 ２０２０年，司法需求的高值区大部分仍集中于东部
沿海地区，上海稳居第一，达 ９０ ３６７件 ／平方公里，而除直辖市以外最高的两个省依次为江苏和广东，分别
达 ８ ７０８件 ／平方公里和 ７ ５５２ 件 ／平方公里，比 ２００８ 年的 ５ ４２９ 件 ／平方公里和 ２ ６１２ 件 ／平方公里增长了
６０ ３９８％和 １８９ １２７％。同时，高值区和次高值区有向中西部扩张的趋势，贵州、重庆、江西、河南、陕西、
安徽、广西、宁夏、湖南不仅挤入这两个类别范围，而且增长迅速，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增长幅度皆超过 ２００％，
高于几乎所有东部地区。虽然青海、西藏、新疆等地长期处于低洼地带，但不可否认这段时间内中西部地区

司法需求有追赶东部地区的潜在趋势，东西之间的差距整体有所缩小。

表 ２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中国司法需求的空间分布

分类 １９９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２０年

高值区

［３ ４０１，９０ ３６７］ 上海、北京、天津
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

江、山东

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广

东、浙江、山东、河南、重庆、

安徽、辽宁、福建、河北

次高值区

［１ ５８９，３ ４０１）
江苏、山东、浙江、河南、辽

宁、湖北
广东、河南、辽宁、福建、重庆

海南、贵州、宁夏、湖南、江

西、湖北、陕西、广西

中值区

［０ ７８９，１ ５８９）
重庆、湖南、安徽、广东、河

北、福建
河北、安徽、湖北、宁夏 山西、四川、吉林、云南

次低值区

［０ ４４３，０ ７８９）
广西、吉林、山西、黑龙江、

四川、贵州、陕西

湖南、吉林、江西、贵州、山

西、海南、陕西、广西、四川、

黑龙江、云南

黑龙江、甘肃

低值区

［０ ００２，０ ４４３）
江西、宁夏、海南、云南、甘

肃、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

甘肃、内蒙古、新疆、青海、

西藏
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

　 注：数值区间指示的是每平方公里一审结案量 （件）；单元格内的省级地区按每平方公里一审结案量由高到低排序；高值区中超过 １０

件 ／平方公里的地区有：１９９７年上海 （１７ ８７８件 ／平方公里）、２００８年上海 （３７ ２０６件 ／平方公里）、２０２０年上海 （９０ ３６７件 ／平方公里）、

２００８年北京 （１４ ９３２件 ／平方公里）、２０２０年北京 （２７ ４７９件 ／平方公里）、２０２０年天津 （１８ １９２件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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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李瑞松、刘洪久等：《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评价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０１ Ｊａｎ ２０２５

在检验空间依赖性方面，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４软件，测得 １９９７—２０２０年司法需求的历年全局莫兰指数 Ｉ。表
３显示，研究期内全局莫兰指数 Ｉ皆大于 ０，且在 ５％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该指数在 ０ １０２—０ ２２１范围内
呈波动下行变化，整体自 ２００２年开始下降，在 ２００８年出现小幅上扬后，又于 ２０１３年出现缓慢下降趋势。尽
管如此，这些结果仍相对一致地表明中国司法需求具有空间依赖性，并长期呈现空间正相关性，高司法需求

和低司法需求地区各自在相邻范围内形成聚集。

总之，中国司法需求从描述性层面看确实总体呈较为清晰的 “东西分异”特征，但近年来该特征有减弱

或转变的倾向。同时，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基本否定了空间独立性假设，因此有必要采用基于空间异质性的

统计方法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表 ３　 １９９７—２０２０年中国司法需求全局莫兰指数

年份 莫兰指数 Ｉ ｚ值 年份 莫兰指数 Ｉ ｚ值
１９９７ ０ ２００ ３ ３５０ ２００９ ０ １７５ ２ ８８６
１９９８ ０ １９５ ３ ２７２ ２０１０ ０ １６８ ２ ８１６
１９９９ ０ ２０５ ３ １４５ ２０１１ ０ １５３ ２ ７２８
２０００ ０ ２１５ ２ ７２３ ２０１２ ０ １７５ ３ １２９
２００１ ０ ２２１ ２ ７３７ ２０１３ ０ １６９ ３ １７３
２００２ ０ １９８ ２ ９３０ ２０１４ ０ １４９ ３ ０５９
２００３ ０ １７５ ２ ７２１ ２０１５ ０ １４０ ２ ８７７
２００４ ０ １６０ ２ ５６９ ２０１６ ０ １３９ ２ ７４２
２００５ ０ １４８ ２ ３７７ ２０１７ ０ １２８ ２ ５９６
２００６ ０ １４４ ２ ３７６ ２０１８ ０ １３１ ２ ４６１
２００７ ０ １４２ ２ ５０５ ２０１９ ０ １２９ ２ ４１１
２００８ ０ １７８ ２ ９０７ ２０２０ ０ １０２ ２ ２６８

　 注：、、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二）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分析

表 ４列明了对司法需求影响因素采用传统 ＯＬＳ模型和 ＧＴＷＲ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为使回归系数具有可
比性，所有变量均已得到标准化处理。从中可知，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小于 ５，不存在严重的多重
共线性问题，变量选取合理。在模型适配度上，ＧＴＷＲ模型比 ＯＬＳ模型在调整后 Ｒ２ 上高出 ８％的解释力，能
够解释 ９８ ７％的司法需求变化，而且前者的赤池信息准则 （ＡＩＣｃ）比后者低了 １２９４ ２８９，为－９３９ ９１，说明未
揭示的信息量大幅下降。因此，ＧＴＷＲ模型在空间异质性分析中优于传统 ＯＬＳ模型，对司法需求空间演变的
拟合程度更高，解释效果也更好。

表 ４　 ＯＬＳ模型和 ＧＴＷＲ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ＯＬＳ
ＧＴＷＲ

平均数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四分位距
ＶＩＦ 额外局部

变异

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数 ０ ７９６（０ ０１７） ０ ７０４ ０ ６２９ ０ ３１３ ０ １６２ １ ５１５ ０ ４４４ ２ ２７９ 是

城镇化率 －０ ２５１（０ ０２４） －０ ２５０ －０ ０５８ ０ ３８４ －１ ６４７ ０ １５１ ０ ３９８ ４ ６９２ 是

人均实际 ＧＤＰ ０ ２１５（０ ０１９） ０ １２０ ０ ０９３ ０ １５１ －０ ３４３ ０ ５６７ ０ １９２ ２ ９１１ 是

人均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３９（０ ０２２） ０ ０８３ －０ ００８ ０ ２６２ －０ ２１４ １ ５５３ ０ ０８２ ４ ０１９ 是

机关单位就业人数比 ０ ０２５（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２ ０ １０６ －０ ５１９ ０ ３０３ ０ ０８７ １ ３３８ 是

每万人律师人数 ０ ２８４（０ ０１９） ０ １９５ ０ １９１ ０ １２６ －０ １３０ ０ ６８６ ０ １１２ ２ ８６７ 是

Ｒ２ ０ ９０８ ０ ９８７

Ａｄｊ Ｒ２ ０ ９０７ ０ ９８７
ＲＳＳ ６８ ６２９ ９ ３５５
ＡＩＣｃ ３５４ ３７９ －９３９ ９１

　 注：、、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ＧＴＷＲ 项内为不同时空下各区域单位的回归系数描

述性统计结果，所有参与计算的变量均经标准化处理；额外局部变异指每个变量在 ＧＷＴＲ模型的四分位距大于其在 ＯＬＳ 模型的两倍

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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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参照已有研究①，采用判断额外局部变异 （ｅｘｔｒａ ｌｏ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的方法，来检验回归系数的空间异
质性。表 ４中，ＧＴＷＲ模型变量系数估计的四分位距皆大于 ＯＬＳ模型的两倍标准误，说明系数存在额外局部
变异，参数估计具有不平稳性。这验证了司法需求与影响因素关系存在空间异质性的假设。结合图 １展示的
各变量系数分布样态，具体影响效应及其变化述之如下。

图 １　 ＧＴＷＲ模型回归系数变化箱型图

首先，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数变量的系数在全部地区始终为正，均值达 ０ ７０４，远高于其他变量，说明人
口密度是影响司法需求最基础的正向因素，符合理论假设。１９９７—２０２０年该变量系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人
口因素的影响持续强化。地域上，这段时间内高值区从华南和华东地区向华北和东北地区延伸，而低值区长

期分布于甘肃、青海、云南、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

其次，城镇化率、人均实际 ＧＤＰ 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其他基层主导的变量的系数均值按绝对值依次递
减，分别为－０ ２５０、０ １２０和 ０ ０８３。这说明城市化进程虽然总体上与司法需求呈负相关，但与经济和教育因
素相比，影响力更强。同时，这些变量系数符号在时空维度上各自存在正负差异，基本验证了经济发展和教

育水平具有双重影响的理论假设，并少部分验证了城市化进程与司法需求具有正相关的假设。具体而言，第

一，城镇化率变量系数在 １９９７—２０２０年整体趋于下降，负相关性不断加强。１９９７年正值区内的省区市有 ２１
个，大多分布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等地区，至 ２０２０年这些地方多变为负值区，而正值区仅剩 ７个，主要由甘
肃、宁夏、四川、西藏等西部地区构成。负相关性加强可能是因为相关地区初期城市化程度较高，经过长期

建设后，社会交往秩序趋于稳定，加之城市治理水平的提高，反而出现了诉讼减少的现象。第二，人均实际

ＧＤＰ 变量系数在 １９９７—２０２０年呈现缓慢上升之后回落的整体趋势，正值地区数量多于负值地区。研究期内正
高值区从华北地区和上海、浙江、福建等部分沿海地区，向整个沿海地区扩张，而甘肃、西藏、青海、贵州、

重庆等西部省区市长期属于负值区。对于后者的一种解释是欠发达地区的生活水平较低，经济发展使人们对

收入快速增长有着良好预期，诉诸司法渠道解决纠纷的机会成本变大，诉讼相对成本增加导致诉讼意愿降低。

第三，人均受教育年限变量系数整体呈阶段性变化特征，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保持平稳态势，多数地区处于负值区，
而 ２００８年之后出现上扬并略微回落，正值区成为主流。正值区在 １９９７年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和长江三角

９０１

① Ｓｅｅ Ａ Ｓ Ｆｏｔｈｅｒｉｎｇｈａｍ ｅｔ ａｌ牞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牗ＧＴＷＲ牘 牞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牞 Ｖｏｌ ４７牞 Ｎｏ ４牞 ２０１５牞 ｐ ４４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０１ Ｊａｎ ２０２５

洲地区，并在 ２０２０年扩散至华中和华南地区，而负值区则向西部收缩。这说明随着法治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
和高等教育中的强化①，公民的法律意识和能力得到提升，司法需求在大部分地区随之增长，但可能由于教育

质量在地区间存在差异，一些负值地区更偏向于 “传统的守法教育”而未转向塑造全面权利义务观的法治教

育，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司法需求。②

最后，机关单位就业人数比和每万人律师人数等制度性变量的系数均值分别为 ０ ０２９和 ０ １９５，系数符号
皆不具有一致性。前者负相关结果占总样本比例为 ２４ ８６６％，而后者负相关结果占比为 ２ ５５４％，部分验证了
政府治理能力与司法需求的负相关假设，并说明法律服务可得性与司法需求主要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具体而

言，机关单位就业人数比变量系数在研究期内整体保持稳定，变化较小，仅在 ２０１４年后出现较为明显的上
升。正值区在 １９９７年分布于南方地区，至 ２０２０年已覆盖至全国所有地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政府治理能力提
升过程中，若治理效率改善不足，无法有效缓解规模扩大带来的潜在政府干预，就有可能导致社会经济矛盾

增多，司法需求增长。在法律影响方面，每万人律师人数变量系数整体呈轻微波动变化趋势。１９９７年全国所
有地区都是正值区，高值分布于华北地区，至 ２０２０年正值区缩小，华北和东北地区成为负值区。这可能是因
为律师往东部沿海迁移③，造成迁出地人才流失，法律服务可得性降低，司法需求减少。

（三）基于主导因素的空间类型化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司法需求的空间变化受多重因素影响，无法简单套用传统方法按照经济属性划分

区域。为深入探索解释性层面上的空间类型，本文根据 ＧＴＷＲ回归结果，取各地区自变量回归系数在研究期
内的均值，进一步运用 Ｋ均值聚类方法将中国司法需求划分为 ４种空间类型。需要说明的是，类型构建是综
合评判的过程，主要强调区域主导因素的横向差异，故按照变量系数组间比较为主、组内比较为辅的标准进

行类型识别和解读。而人口密度是基础因素，变量系数普遍相对较高，不作为主要评判依据。表 ５展示了各
类型所含地区以及变量回归系数在各类型中的均值统计结果。具体说明如下。

表 ５　 基于主导因素的中国司法需求空间类型及其变量系数均值

变量
空间类型

社会—经济—教育主导型 法律—社会主导型 政府—教育主导型 多元弱主导型

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数 ０ ７７３ ０ ７７３ ０ ７０２ ０ ３６３
城镇化率 －０ ４５６ －０ ２７１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８

人均实际 ＧＤＰ ０ ２１５ ０ １２５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６
人均受教育年限 ０ ２６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６８ －０ ００４

机关单位就业人数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４８ ０ ０５３ ０ ００５
每万人律师人数 ０ １９２ ０ ２６７ ０ １９１ ０ ０５０

类型所含地区

吉林、辽宁、河北、

北京、天津、山东、

江苏、安徽、上海、

浙江、福建

海南、广东、广西、

贵州、湖南、湖北、

江西、河南、内蒙古

云南、四川、重庆、

陕西、宁夏、山西、

黑龙江

甘肃、青海、西藏、

新疆

第一，社会—经济—教育主导型。社会—经济—教育主导型主要分布在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

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和福建共 １１个东部省市。该类型的突出特点在于城镇化率、人均实际 ＧＤＰ
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的系数均值在绝对值上皆高于其他类型地区，而且在组内也是除人口变量外最高的三项。

这与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好不无关系。一者，其中的多数地区本身城市化建设早，积累了丰富的城

市治理经验和拥有较高的治理水平，这使得城市化带来的交往模式转变拥有可以与之调和的秩序基础，减少

矛盾激化和司法需求。比如近年来上海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有效提升了城市的宜居性和有序性。④ 又如诞生于

０１１

①

②

③

④

参见邓多文：《高校普法目标：从增强观念到重塑行为的转向》，《社会科学家》２０１７年第 １２期。
有实证文献指出，在其考察的东部地区，当传统守法教育模式转向全面的公民法制教育时，学生会倾向于对可能的违法行为提出疑

问。参见赵志毅：《学校公民教育问题与对策———杭州市中小学公民意识教育实证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２０１４年第 ６期。
参见刘思达、梁丽丽等：《中国律师的跨地域流动》，《法律和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
参见李锦峰、俞祖成：《现代城市化的 “反向运动”与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基于上海创新社会治理实践的理论思考》，《政治学

研究》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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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的 “枫桥经验”以依靠人民群众，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理内涵推动了平安浙江和法治浙江的建设，有

效预防和化解了社会矛盾纠纷。① 另外，该类型大多数地区尤其在研究期后十年里相对于其他地区有着较为成

熟和缓慢的城市化②，为居民适应和融入新环境提供了更多的时间，有利于提升他们的社会信任，也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矛盾纠纷的出现。③ 比较来看，城镇化率系数均值在绝对值上高于另外两个主导因素，这或许暗示

了城市治理水平在维护秩序稳定、化解纠纷方面的重要作用应得到更多重视，要鼓励这部分地区进一步总结

经验和创新城市治理实践。二者，这些地区民众受教育程度总体较高，法律意识和能力较强，更愿意以诉讼

手段解决纠纷。有微观实证研究指出，在中国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既不容易容忍纠纷，还更倾向于动用法律来

解决纠纷。④ 三者，其中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发达，社会财富增长使民众更有能力负担诉讼成本，引起司法需求

增长。正如一项对某一线城市基层法院审判实践的研究所发现的，民众收入提高使其可以有更多资源投入纠

纷解决，“从而寻求更具强制力而成本相对较高的公权力救济”⑤。

第二，法律—社会主导型。这种类型是指一个区域内法律服务可得性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力在组间和组

内同时处于较高水平，包括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中南部地区以及内蒙古，

共计 ９个省区。该类型区域的每万人律师人数系数为 ０ ２６７，是组间最高值，且绝对值在组内仅次于人口密度
和城镇化率变量，说明法律服务可得性在这些地区对司法需求具有强劲的正向影响力。刘思达认为，在农村

地区普遍覆盖较广的省份，民众获得正规法律服务的机会较少，其纠纷最终的解决渠道往往是政治的而非法

律的。⑥ 鉴于此，这部分地区可能原本有着因客观条件而被压抑的大量司法需求，随着法制化加强和法律服务

可得性提升，其会得到巨大的释放，所以法律服务可得性的影响力相对表现更强。换个角度看，该类型地区

的正当司法需求可能还未充分激发，而得不到司法救济的权利是无意义的，正当的司法需求应予以鼓励和满

足，不被限制，那么有必要在这些地区大力发展律师援助制度，落实律师公益法律服务的资金支持，以及建

立和完善对山区和边远地区的常态化巡回法治宣传制度。另外，该类型区域内城镇化率系数处于组间次高值，

均值为－０ ２７１。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其中的多数地区家族观念浓厚、亲属关系强韧，城市化并未充分改变传统
交往模式和社会关系，民众对诉讼的情感道德顾虑较多，诉讼意愿较弱。例如，广东的 “城中村”作为一种

就地城市化，原有社会关系网络得以保留，有的甚至发展为 “一个由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关系结成的互

识社会”⑦。即便对于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来说，乡村共同体的行事逻辑依然构成了城市交往关系的底

色。⑧ 但不能忽视的是，属于该类型的地区绝大多数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存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和原有

居民排斥新移民从而加剧社会矛盾的情况⑨，这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前述传统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稳定的效能，

因而相对于社会—经济—教育主导型地区，法律—社会主导型区域的城镇化率平均系数绝对值较低。对于该

类型地区来说，若想缓解群体对立和矛盾，可以考虑注重构筑原居民和新移民之间相互交往和理解的社区融

合平台，保障新移民的城市居住环境。

第三，政府—教育主导型。这种类型在地理上表现为从西南向东北延伸的条带状，包含云南、四川、重

庆、陕西、宁夏、山西、黑龙江等 ７个省区市。这里政府治理能力和教育水平的影响作用在组间和组内比较
中都较为突出。其一，该类型区域的机关单位就业人数比系数均值为 ０ ０５３，高于其他类型，并处于组内的中
间位置，说明政府治理能力扩大，而治理效率相对滞后，可能对市场经济发展形成一定干预，矛盾纠纷增多，

民众求助司法救济的意愿变强。有实证研究发现，内陆地区在政府治理水平上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其政府规

模扩大，相对更容易导致企业逃税等违法行为。瑏瑠 另外，在中国各地地区行政部门掌握垄断行政权力，权力集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瑏瑠

参见胡铭、徐翼：《新时代 “枫桥经验”与立足法治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河北法学》２０２４年第 ７期。
根据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该类型省市人口城镇化率的增幅，除安徽和河北，皆低于全国中位数。

⑨　 参见曾希灵、刘志铭：《快速城市化与社会信任———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当代财经》２０２１年第 ７期。
参见程金华、吴晓刚：《社会阶层与民事纠纷的解决———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化与法治发展》，《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 ２期。
左卫民：《“诉讼爆炸”的中国应对：基于Ｗ区法院近三十年审判实践的实证分析》，《中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 ４期。
参见刘思达：《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增订本），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４６ ７１页。
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 １期。
参见陈寒非：《当代中国城市习惯法研究：论题与方法》，《法商研究》２０２４年第 ５期。
参见马光荣、李力行：《政府规模、地方治理与企业逃税》，《世界经济》２０１２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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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政府规模越大，越可能产生地方腐败和社会不满①，并且有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规模对腐败程度的影响在地

区间并不一致。② 因此，该类型区域政府治理能力与司法需求在平均意义上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或许可归结于

政府治理效率的相对不足和治理模式的不完善。对此，在这些地区更应进一步加强政府治理质效、减少不合

理的政府干预，比如明确各部门执法队伍的职权和健全监督机制，完善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

的沟通协作机制，追求简易纠纷的及时响应和解决③；同时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发挥行业协会在新型问题上的

规范构建和纠纷化解能力。其二，该类型区域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系数均值为－０ ０６８，其绝对值在组间和组内
分别处于第二和第三位，表明与前两类不同，该类型的受教育程度对司法需求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一种可

能的解释是，如前所述，这些地区在中小学教育内容和模式上或许与其他地区有所差别，整体更偏重于 “传

统的守法教育”，同时西南多地居民受教育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高等教育人数占人口比例偏少④，因而整

体上对权利理念和诉讼活动认识不足，限制了司法需求的产生。

第四，多元弱主导型。这种类型分布在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 ４个西部省区。之所以如此命名，主
要有两点原因：一是该类型区域的各个变量系数皆低于其他区域，对司法需求的影响力较弱；二是组内比较

中除人口变量外，其余变量系数的数值差异较小，主导因素不明显。这些地区地旷人稀，空间距离的阻隔使

得交往模式和社会关系相对简单，而且也不方便民众抵达法院和获得司法服务。另外，这些地方居住着大量

少数民族，存在多种多样的特殊纠纷解决机制，对诉诸国家法律的观念和行为造成一定制约⑤，因而可能削弱

多种社会经济因素对司法需求的影响力。由此看来，这一类型的出现意味着司法需求在这些地区可能受到较

大的客观限制。对于这类地区，除扩大和加强法律援助和普法宣传外，同样重要的还有针对少数民族的特殊

性打造合适的法官人才队伍。例如，健全资深法官对年轻法官的 “传帮带”机制，使其迅速了解地方少数民

族的行为习惯和文化风俗，积累专门的办案经验和技能，同时进一步完善双语法官的选拔培养机制，保障少

数民族群众使用民族语言文字诉讼的权利。⑥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创新地引入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揭示了中国司法需求形成和变化的空间效应，进而从解释性层

面重新识别出更加合理且清晰的多种司法需求类型。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上对司法需求 “东西”之分的

模糊印象，也弥补了既有理论在地区差异问题上的解释不足。实证研究首先表明，司法需求具有显著的空间

依赖性。在动态演化上，中国司法需求在研究期前中段呈较为清晰的 “东西分异”空间特征，但该特征随后

出现弱化趋势，即高值区向中西部扩散，东西差距缩小。其次，研究发现了司法需求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

中国司法需求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但影响效应在地区维度上不具有一致性。在基层主导的因素上，人

口密度居于基础性地位，对于司法需求的正向影响普遍较强。城市化进程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负向影响力不

断加强。经济发展因素在大部分地区对司法需求具有正向影响力，尤其在华北和东部沿海地区有更强的正向

作用。教育水平对司法需求的影响具有双重性，表现出正向影响区域扩大，负向影响区域向西部收缩的特征。

在国家驱动的因素上，政府治理能力对司法需求的影响并非呈明显的降低作用，其正向影响力反而在全国范

围内不断扩大，直至完全覆盖。法律服务可得性对司法需求也具有双重影响，但在绝大部分地区表现出正向

影响，而负向影响逐渐显现于北部地区。最后，本文基于影响因素分析结果，通过客观统计分类和组内外差

异特点研判，识别区域主导因素，从而归纳出社会—经济—教育主导、法律—社会主导、政府—教育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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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周黎安、陶婧：《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经济研究》２００９年第 １期。
参见吴一平、芮萌：《地区腐败、市场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２０１０年第 １１期。
参见谢岳、葛阳：《城市化、基础权力与政治稳定》，《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３期。
根据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１９９７—２０２０年云南、四川、重庆、宁夏的受教育水平和高等教育人数占人口比在平均数
上皆低于全国水平。

参见胡兴东：《西南民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２年第 １期。
参见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民族自治地区法院人力资源配置问题研究》，沈德咏主编：《全国法院优秀司法统计分析文集：

第十次获奖作品 （一）》，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１８８ １９１页。



超越 “东西”之分：中国司法需求的空间演变与类型化

多元弱主导等 ４种司法需求空间类型，增进了对司法需求空间差异的新认识。该类型化结果严格来说只是诸
多划分可能性中的一种，不过却至少可以表明，结合空间分析技术从解释性角度进行类型识别的方法更加合

理精确，对于建立司法资源动态调整机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当然，本文仍有一些不足之处，有待后续完善和拓展。第一，本文所测量的司法需求仅是被明确表现出

来的那一部分需求，而另一部分潜在的司法需求囿于数据限制并未得到充分揭示，包括想要寻求司法救济却

因经济成本和知识水平等客观条件限制而无法主张的需求，以及对高质量裁判的需求。第二，本文基于地理

区位、社会经济状况和制度背景等信息对司法需求区域差异和变化的解释主要是一种相关性的探讨，而非精

确的因果推断，其形成机理需要将来进一步的实证检验。第三，本文重点考察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法律等方面

的常见因素对中国司法需求的影响及其空间差异，但并不否认文化道德和意识形态等其他因素可能对司法需

求产生的特殊影响。例如，儒家道德观中存在一种对 “无讼”社会的理想追求，深刻塑造了中国传统诉讼文

化中的 “厌讼”观念①，所以可以猜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代中国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地区，

或许司法需求越少。地理空间下的文化解释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司法需求将是一个未来富有前景的研究方向。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法治建设视野下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实证研究”（２３ＡＦＸ００２）的阶
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邱小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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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尤陈俊：《聚讼纷纭：清代的 “健讼之风”话语及其表达性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 ８３ ９８页。


